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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瞭解台灣學者如何研究中國的多邊外交，研究成果

展現了哪些特色，以及與國際學術界研究此一議題的連結。有關台灣學者

研究成果收錄的範疇，則主要以2012年之後的著作為主。本文首先就中國

官方及學術界，以及國際學術社群，針對中國多邊外交概念及理論架構的

研究，以及政策與執行層面的分析，作一整理爬梳。接下來則探討台灣學

者對中國多邊外交的總體性研究，作出了何種貢獻，其與國際關係中多邊

外交分析傳統的關聯性如何。此外，本文也針對中國多邊外交的個案，探

討台灣學者研究成果與國際學術界研究取向之異同。選擇的案例則以中國

與東協的關係、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為主。本文最後則從中國多邊外交

的研究出發，提出未來研究議題與方向的建議，以期對未來的研究發展貢

獻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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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多邊主義是當代外交政策研究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二次大戰之後，美國

以世界超強的地位，建構新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這

個秩序的經濟支柱，是布列敦森林體系之下所建構出來的多邊架構，諸如國

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及隨後的世界貿易組織等。

在安全上，則建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多邊安排。在蘇聯陣營中，也有華沙公

約組織等多邊的制度建構。在全球架構下，則有環繞著聯合國的多邊制度性安

排，以及各種區域性的多邊制度安排。因此，多邊主義並不是權力分散，而是

大國外交行使的另一種工具。大國透過多邊外交的安排，一方面協調盟國的共

同行動，另一方面連結國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既提供公共財，也極大化權力

的廣度及深度。此外，大國主導下的多邊外交除了制度安排以外，也建構一個

特定的意識形態及價值體系。冷戰結束後，西方的民主自由成為普世價值，也

成為了美國主導的多邊主義核心。國際體系中的中小型國家，也設法善用多邊

的制度安排，達成避險的目標。

近二十年來，中國以巨大的經濟體量，以及有別於西方的意識形態與政治

體制，崛起於國際社會，引起舉世的矚目。中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論述

上，也強調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外交重要性，反對霸權的單邊主義。此外，

中國也反對以單一意識形態主導的多邊主義。在外交政策執行上，主張站在

廣大開發中國家一邊，建構以南方國家為主的多邊制度架構。然而，西方國家

對中國的多邊外交充滿疑慮。不少分析家認為中國的多邊外交，事實上是與美

國爭霸的工具，其目的在輸出中國發展模式及意識形態。而其「一帶一路」計

畫，則意在以經濟力量擴充政治影響力。而中國在聯合國及其附屬組織的滲

透，則企圖改變或是重寫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朝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的方向

發展。中國近年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並且推廣多邊主義的外交理念。因此，政

治學界對於中國在聯合國的人權組織、維和行動、氣候協議參與策略與中國非

洲各國的雙邊關係，皆累積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仔細檢視了近十年來

台灣學界使用中英文撰寫，並且以中國多邊外交為主題的學術論文，發現我國

國際關係學界的理論觀點多元，但是對於議題項目仍有局限，無法觸及中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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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區域組織的參與。因此作者依據台灣學術文章檢索的結

果，將本文聚焦於東南亞國協、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與一帶一路倡議，作為

台灣學者分析中國多邊外交的重要案例。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瞭解台灣學者如何研究中國的多邊外交，研究成果展現

了哪些特色，以及與國際學術界研究此一議題的連結。有關台灣學者研究成果

收錄的範疇，則主要以2012年之後的著作為主。本文首先就中國官方及學術

界，以及國際學術社群，針對中國多邊外交概念及理論架構的研究，以及政策

與執行層面的分析，作一整理爬梳。接下來則探討台灣學者對中國多邊外交的

總體性研究，作出了何種貢獻，其與國際關係中多邊外交分析傳統的關聯性如

何。此外，本文也針對中國多邊外交的個案，探討台灣學者研究成果與國際學

術界研究取向之異同。選擇的案例則以中國與東協的關係、亞投行，以及一帶

一路為主。本文最後則從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出發，提出未來研究議題與方向

的建議，以期對未來的研究發展貢獻綿薄之力。

貳、�中國與國際學術社群認知下的「多邊外交」:理
論與概念的探究

就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概念化過程而言，多邊外交的源頭是二次大戰後所

建構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冷戰結束後，美蘇兩

大陣營對峙不再，政治學界與智庫專家將研究重心聚焦於自由國際秩序的維

持與挑戰。這個概念目前在國際關係領域是一個爭議性的議題，例如：現實主

義學者認為自由國際秩序一詞本身是一個誤用，使用「以美國為世界強權所支

持的國際秩序（U.S.-led international order）」更能精確地描繪權力政治的本

質。然而，根據目前自由主義理論、全球治理與政治經濟三方面的文獻指出國

際關係學者，對於自由國際秩序一詞，有三個重要面向：重視法律規範（rule-

based system）、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這三個概念對於二次大戰後國際組織與區域組織的運作有著長

遠的影響（Larson 2022）。

多邊主義是國際關係領域中一項重要的研究主題，而其概念本身近年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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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一些變化。九零年代初期，多邊主義意指國家之間的互動，經由特定的

組織或是制度安排，讓原本有不同利益與政策偏好的國家，形成共同的規範與

原則，最終能夠達成具體的協議（Ruggie 1992）。因此，多邊外交的具體展

現，在於主權國家願意遵守國際組織中多邊對話與協商的機制。

冷戰結束後，亞洲地區經歷了區域組織與多邊主義蓬勃發展的時期。

從一九九零年開始，東協組織（ASEAN）便積極地主導亞洲多邊主義的進

程，成立了亞洲區域論壇（Asia Regional Forum）、東協加三對話協商機制

（ASEAN+3），以及東亞高峰會（East Asian Summit）等，展現出東協組織

在區域政治中關鍵的角色（Tan 2020）。國際關係學者Kai He對於亞洲多邊

主義的發展，也提出了兩個不同時期的劃分方式。在一九九零年代到二零零

八年金融風暴發生之前，多邊主義處於1.0時期，由東協組織所推動。從兩零

零八年至今，亞洲多邊主義產生新的變化，進入了2.0時期，由美國、澳洲、

中國、日本等國家，分別建立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印太架構（Indo-

Pacific Framework），以及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這些區域外交機

制皆不同於東協組織的所推動的多邊主義（He 2019）。He的研究指出，即使

美中兩國在亞洲的權力競爭日漸白熱化，多邊主義1.0和 2.0仍然會同時存在，

彼此截長補短，維持亞洲秩序穩定。

本文將著重於中國近年來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多邊協商機制，對於自由國

際秩序的影響。美國學者Alastair Iain Johnston認為，由於國際政治中眾多的議

題，包括不同類型的秩序與規範，因此很難針對中國是否對於（整體的）自由

國際秩序造成挑戰做出一個定論。他進一步檢視國際秩序的本質，將現有議題

分成：構成性、軍事、政治發展、社會發展、貿易、金融、環境保護、資訊等

八大領域（Johnston 2019）。江憶恩認為未來國際關係學者可以依據不同的領

域，發展出具體可操作的定義，更深入理解中國多邊主義與世界秩序的關係。

近年來，國際關係學者也採取不同觀點探討中國在多邊組織的參與策略。

例如：Xiaoyu Pu運用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的理論，仔細描繪出中國自

身在國際組織內角色的變化。隨著國家實力提升，中國政府也更積極地加入

國際組織，從早期的規範接受者（norm taker）逐漸轉變成規範製造者（norm 

maker）。因此，社會化並非是一個單項進程，而是由中國、國際組織、政治



 中國的多邊外交：台灣學術社群研究之比較分析　51

規範三者複雜的互動過程（Pu 2012）。Jessica Chen Weiss與Wallace提出以一

個威權政體的國內政治的角度，理解中國參與國際組織與多邊主義的策略。

他們認為中國國內政治中的集權程度（centrality）與不同政府部門間的異質

性（heterogeneity），是兩個重要的因素，進而影響中國政府在一些特定議題

上，是否給予積極或是消極的官方態度（Weiss and Wallace 2021）。總體而

言，中國多邊外交涵蓋了不同議題範圍，因此很難以一個挑戰者或是現狀維護

者二分法的標籤，描述中國近年來外交政策的轉變。

上述研究呈現出對於多邊主義的概念較抽象與長期的理解。如果採取「中

國與特定多邊組織之互動」的定義來檢視中國與東協的關係，以及一帶一路基

礎建設計畫，那麼前者的本質仍然屬於中國-東協的雙邊關係，而後者是屬於

複合式的雙邊關係，亦即中國與個別國家簽訂投資計畫。然而，此種對於多邊

主義概念嚴謹的劃分，將無法觸及近年來東西方國際關係學者對於這項議題多

元分歧的研究途徑。本篇論文採取回顧的方式，檢視近十年來臺灣與國際政治

學者對於多邊外交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採取比較寬鬆的標準，呈現出不同的

理論觀點與概念演變。中國和國際組織互動的策略、或是中國逐漸參與全球與

區域治理的過程，都是目前國際關係領域中探討中國多邊外交的範疇。

誠然，對於多邊主義的形式與定義，中國、臺灣與西方學界看法不盡相

同。本論文檢視近十年來，政治學者所發表關於由中國所主導推動的多邊機制

與對話平台之中、英文學術文章。例如上海合作組織、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

畫、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以及中國參與由亞洲國家所主導的東南亞國家協

會（ASEAN）等。本文中所提及的個案研究，不僅能夠展現出中國在不同議

題類別上，如何推動多邊外交的策略，同時也展現出中國政府在「多重雙邊主

義」的互動框架中，增進自身的利益。因此，中國多邊主義奠基於中國與個別

國家的雙邊關係基礎上，以此逐漸發展出多元且有彈性的互動方式，具體地反

應在中國外交政策的推行（Liu 2020）。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0年代進入聯合國後，對以聯合國為主體的多邊架構

並不特別積極。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美中對立的態勢逐漸成形，中國對多邊

外交轉趨積極，並提出中國對多邊外交的詮釋。習近平在2022年金磚國家第

十次領導人會議中提出中國版本的「真正的多邊主義」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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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公道、反對霸道，維護公平、反對霸凌，維護團結、反對分裂⋯⋯

深化反恐、網絡安全等合作，加強在聯合國等多邊框架中協調，在國際舞台

上為爭議發聲⋯⋯全球發展倡議，旨在推動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再

出發，推動建功全球發展共同體。推動倡議走深走實，助力實現更加強勁、綠

色、健康的全球發展。此外，習近平強調『金磚+』模式不斷深化拓展，成為

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開展南南合作『實現聯合自強的典範』。」（人民

網2022）

王毅也提出中國對「偽多邊主義」的反對意見。王毅指出，儘管西方與中

國在諸如民主、人權等西方核心議題上有所歧異，但是中方的多邊主義論述有

其特殊的邏輯。中方認為多邊主義有力地推動了國際秩序的民主化與現代化。

中國的多邊主義是以聯合國為中心，以區域合作組織為補充，國際法為基礎

推動世界各國超越社會制度、歷史文化的差異，並反對以莊家通吃、冷戰思維

為內涵的「偽多邊主義」。中方的多邊主義也特別強調各國應拋棄意識形態偏

見，尊重彼此的發展道路（王毅2021）。多邊主義的目標之一是推動對話，

承認分歧，促進互相瞭解。

由此可見，中國版本的多邊外交，富含「反霸」的意義，同時高舉道德主

義的大旗，以及南南合作的訴求，以期建構一個更公平的國際秩序。反美國的

單邊主義，是中國多邊外交的主軸。準此，秦亞青認為，美國主導的多邊秩序

事實上是要遂行其霸權制度主義（hegemonic institutionalism）。而激進民族主

義與硬性現實主義的出現，其根源事實上是治理的效果不彰。以任何一種單一

治理模式貫穿多邊治理，勢必窒礙難行。國際社會必須容納更多樣性的治理模

式，更多元的行為角色，避免單一國家的自我中心主義，方能以經濟福祉為核

心，重建全球治理的互信（Qin 2020）。馮紹雷（2021）則指出，美國從阿富

汗撤退，更使得原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轉型，進一步轉向觀念型態多元化，

發展道路多樣化，力量結構多極化的架構。因此，新的多邊主義會與原來美國

的霸權秩序脫鉤。更多國家採取新中立或不結盟的態度因應國際變局，以期超

越對抗，化敵為友。根據馮紹雷的說法，各民族自主選擇自己的道路，是更廣

義上的對自由價值的訴求。鄭永年（2021）則認為西方對中國多邊外交的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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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主要源於西方國家內政治理不彰，將國內不滿的注意力轉嫁到中國。鄭永

年認為中國的多邊主義2.0版本有以下三個特點：（1）多邊的；（2）針對問

題的，如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等；（3）開放包容

的，也歡迎美國參與。鄭永年也認為當前中國已有能力在多邊主義2.0的基礎

上改造現有國際秩序，爭取話語權，但避免「把自己看成世界」。這種提法顯

然是針對美國主導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自由開放印太策略等因應中國

崛起的多邊安排而言。

中國在推動多邊外交時，的確具有「反美國的單邊主義」的戰略思惟。然

而這個以「反霸」思維的出發點，並不能夠代表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與區域組織

的全貌。即便美中兩國在國際安全議題上競爭激烈，但是中國仍然身處亞洲，

面對眾多不同類型與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鄰國。因此，中國與國際多邊組織的

互動策略，主要是基於國內政治發展、國家利益的認知理解、國際形象三種因

素綜合考量。不論是多邊組織參與或是雙邊關係的經營，中國外交政策仍然以

維護國家利益為最重要的前提。在中國的大戰略，反映出「大國是關鍵、周邊

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的宏觀視野。

此外，中國論述下的多邊主義，也重新賦予諸如民主、自由的實際內

涵，並設法擺脫以安全為主軸的多邊架構，轉而以永續發展等民生議題，

作為中國多邊外交的重點。舉例而言，中國資深外交官傅瑩用「systematic 

conversation」來取代「systematic rivalry」的說法。傅瑩主張，多邊主義不應

植基於某一特定政治體系的理念。多邊主義應特別強調具有舉世普遍性的共享

價值，諸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與自由。以歐盟為例，由於歐盟與

中國都認知到多邊主義不是為單一國家服務，因此歐盟有責任化解美國與中國

間的矛盾與歧見。中國與歐盟在具體與人類福祉有關的項目上，諸如公共衛

生、食品安全等議題，有深入合作的空間。儘管中國與歐盟在投資保障協定

上遇到不少障礙，但雙方仍於2020年9月簽訂EU-China Landmark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greement，結合食品安全、投資保障、智慧財產權，以及綠色數

位伙伴的制度性安排（Fu 2021）。

更重要的是，多邊主義的思維與運用方式，確實對於中國外交政策產生了

具體的影響。黃瓊萩指出中國在國際干預的外交政策上，反映出本身「多重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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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主義」的觀點。例如：對於是否在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中，投票支持或是反對

干預利比亞和敘利亞兩國時，中國主要考量因素包括：中國與被干預國家的雙

邊關係、中國與強權國家的互動和中國與周邊國家組織的關係共同決定 （黃

瓊萩 2015）。此外，近年來習近平主政期間，中國政府積極推廣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論述，並將這個外交理念運用到中國多邊外交的運作之中，以包容性與

連結性為主，深化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此一概念已經成為中國外

交論述的基礎，幫助北京政府進一步推動新型大國關係（Bisley 2020）。

西方學者對中國多邊外交的分析汗牛充棟。不少著作也將中國的多邊外交

放在美中關係的主軸中，以及認知差距的角度分析。此外，也將中國的多邊外

交與亞太地區的特殊區域現況作一連結。如同T.J. Pempel（2019）所言，中國

所處的亞太地區多邊環境頗為複雜。亞太地區有多種多邊制度安排，成員重

疊，議題有合作也有競爭。由於大國權力衝突日益激烈，儘管有越來越多的多

邊組織及制度，但各國合縱連橫更加複雜，亞太的多邊共識不容易達成。這種

狀況可能會成為亞太地區的新常態。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崛起，其面對的外在區

域多邊環境顯得特別複雜。在多邊架構下，各國對中國的認知也各有不同。美

國對中國日漸具侵略性，以及霸權主宰的認知，也與期待失調有關。美國當初

將中國引入國際多邊架構，主要是期待中國能被循化，成為西方認知下的民主

自由市場經濟。Suisheng Zhao（2019）則指出，美國之所以認為多邊外交被中

國誤用，成為養虎遺患，其根源在於美國心中不願面對一個實際存在的中國，

只願意從心中理想的中國來檢視中國崛起，自然產生認知失調的狀況。

此外，不少著作不純然從國際體系的變遷出發，而是將中國的多邊外交與

國內發展聯繫起來分析。Clarke（2019）的研究顯示，雖然中國的多邊外交主

要的著眼點，是提供一個有別於美國的區域及全球秩序安排，但是為因應美國

對中國的圍堵策略，必須在國內安全及經濟持續發展上繼續往前邁進。因此，

中國的對外政策及多邊外交，必須與國內發展的考量一併分析。以一帶一路為

例，中國的策略是以經濟工具整合中國西部國土與中亞地區的語言、文化，以

及民族的多樣性。過去二十年來中國針對西部大開發的策略，著重在「對口支

援」，將東部沿海富裕區域的資源與西部開發的需要整合，是一種內向型的發

展機制。事實證明，這種「向東望」的發展策略並不成功。一帶一路則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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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望」的發展策略，以多邊的方式，面向國際，以確保國內發展的能源安全，

並滿足反恐的需求。因此，中亞多邊機制的基礎仍是國內發展。此外，中國多

邊外交引起諸多糾紛與疑慮，也與自身的經驗缺乏，以及跨國企業運作的失誤

有關。Suisheng Zhao（2020）認為中國的國營跨國企業對外擴張過快，但沒有

足夠的經驗管理風險，與地主國的關係也不順暢。中國銀行對外的資產管理及

資源分配經驗也十分缺乏，因此形成「戰略透支」的風險。

John Owen（2021）同樣強調中國內政發展與對外多邊外交的聯繫。

有別於適者生存的原則，Owen用「共變」（co-evolve）來形容中國對外政

策的考量。與其被動去適應外在環境，中國的策略是主動創造利基（niche 

construction），改變外在環境，以利國內經濟發展，以及強化共產黨執政的正

當性。因此，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向來不是韜光養晦，而是主動積極。只

是在不同的時間階段，採取的策略不同而已。中國的策略是讓更多民主國家在

經濟上依賴中國，同時弱化任何對中國國內發展不利的制度安排。準此，中國

必須透過多邊外交，來創造利基，尤其是滲透進聯合國組織。與此同時，中國

也推動南南合作，使得國際制度與組織對開發中國家更加公平。

Xue Gong（2019）也指出中國在東南亞國協國家中的多邊外交，也含有

「分而治之」的戰略，以不對稱的雙邊關係與多邊外交並行，並從中極大化中

國的國家利益。因此，東協國家強調團結，以防範中國的分而治之策略。對中

國的信任度也持保留態度。但落實到執行層次，則可發現中國地方政府與東協

國家的關係連結。Gong指出，地方政府對於投資合作備忘錄的簽訂有興趣，

但是否能執行則是另外一回事。各地方政府之間也有競爭關係。在中央集權的

狀況下，地方政府往往樂於簽訂紙上合約，但在執行上觀望，等待中央的指

示。因此地方政府與東協之間的關係不如表象上如此密切。但是Ming Jiang Li

（2019）對中國地方政府參與東協多邊外交保持較為樂觀的態度。他也認為

中國對東協國家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但是李明江認為以廣西省為例，在經濟

利益的推動下，地方政府成為多邊連結的推動器、執行者，以及加速器。透過

諸如湄公河流域，以及北部灣等合作計畫，廣西對中央討價還價的籌碼增加。

廣西地方政府也將中國-東盟博覽會、廣西-東盟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廣西各

大學的東盟中心，將廣西打造成與東盟交流的關鍵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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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習近平主政以來所強調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展現對內凝

聚文化共識，對外爭取國際話語權，以文化重新塑造中國形象的戰略企

圖。因此，中國的文化多邊外交也成引人注目的研究課題（Huang, and Lee 

2019; Wang 2018）。在聯合國的架構下，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以文化遺產保存作為多邊外交的平台，並以軟實力及文化交

流淡化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在中國國內各地方政府也掀起「申遺熱」，將

市場及經濟利益引入聯合國的多邊文化外交。然而，文化遺產作為一種多邊外

交工具，與單純的「文化」傳承有不少的差距。文化遺產在一定程度上必須

重新「建構」，並發展出有關遺產的論述。這些論述與國家認同、族國締造

（nation building）的重新詮釋息息相關。在當代中國文化遺產多邊外交上，

更展現出重整話語權，促進道德價值（moral values），建立國際標章（nation 

branding）等重要企圖。近年來中國政府將敦煌莫高窟打造成全球文化交流的

平台。一方面強調敦煌在中國歷史上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色，另一方面藉由全球

敦煌學的推動，將敦煌推上國際學術交流舞台。由於敦煌也是古絲路上的重要

節點，因此敦煌也成為一帶一路戰略「五通」中民心相通的要項。

若從更細緻的層次分析，則中國的對外多邊外交是否會依議題、時間，

以及涉及的對象有別，成為一個頗令人關注的研究議題。Kastner、Pearson及 

Rector（2018；2020）認為，將中國應對多邊組織的行為斷然認定為「挑戰現

狀者」或是「不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未免以偏概全。中國如同其他大國一

樣，參與多邊組織的行為主要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因此我們必須解析中國多

邊外交的利益考量邏輯，以及參與的時機。中國的多邊外交可以被形容是「機

會主義者多邊」（Opportunistic Multilateralism），「策略多邊」（Strategic 

Multilateralism）。在估量國際體系中主要大國的影響力，以及權力真空與否

的變數，中國可能會採取搭便車（free rider）、趁火打劫（spoiler），或是積

極與體系建構者（investor in global governance）。同時，隨著時間的演變，以

及外在情勢的變化，中國的角色也會彈性調整，在三種角色之間互換。當多邊

外交亟需中國參與時，中國的籌碼變多，姿態也會調高。當既有制度已由大國

主導，中國不得不參與時，中國寧願採取搭便車的手段，有時陽奉陰違。在危

機產生，需要中國出面時，則毫不猶豫會極大化中國的利益。在其他大國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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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逮，而對自己利益有極大好處時，中國就會積極致力新的多邊組織建構。

參、�中國與國際學者針對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政策
與執行面的分析

中國外交政策在2010年開始，逐漸轉為強勢，讓周邊國家擔心中國是否會

成為一個強大的軍事威脅。Hoo Tiang Boon對中國近年來的區域外交政策，提

出一個較全面的理解。他指出中國官方論述中「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的概念

（hardening the hard; softening the soft, HHSS），更能充分地表現出中國在亞

洲外交政策的全貌。隨著中國國力提升，在國家核心利益上，官方與軍方展現

出不妥協的強硬立場。但是在其他區域事務中，中國外交手段卻是更具彈性

（Boon 2017；Lai 2020）。

誠然，在亞洲爭議海域中，中國海軍艦艇與空軍戰機巡邏不間斷。中國在

東海區域建立航空識別區、在南海地區佔領了黃岩島，這樣的行為同時讓日本

與菲律賓對中國雙邊關係惡化。但是與此同時，中國願意對亞洲國家提供更多

經濟發展與雙邊合作的誘因，例如在習近平主席主政期間，中國所推動的一帶

一路倡議，對亞洲各國帶來基礎建設發展的契機。此外，中國政府也願意與個

別國家協商具體建設計畫。因此，中國區域外交同時展現出強勢與互利兩種面

貌。

近年來中國學者多將東南亞國家國協組織（簡稱：東協）視為一個整體，

進而探討中國作為一個亞洲大國，如何與區域組織互動。魏玲（2010）提出

一個中國與東協兩者互動不對稱的研究架構，此架構包括中國國內的政治規範

與理念的變化，以及中國與區域內國家互動的方式，這兩個層次同時構成亞洲

體系的合作模式。在此權力不對稱的架構中，實力較強的一方成為東亞規範的

接受者，而實力較弱的一方才能夠在長期交往過程中，對於強國逐漸產生信賴

感（Womack 2006）。例如：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並

且為泰國和印尼提供經濟援助，就是雙方建立互信的關係的例子（魏玲 2010, 

12）。

在中國與東協建立對話關係夥伴二十五週年時，中國學者也回顧了雙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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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立「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國在2003年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

約》，逐漸被納入東南亞區域合作機制中，隨後中國也強力支持會員國簽署<

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共同維持亞洲區域安全。東南亞國家借助東

協作為一個整體組織，經由條約簽訂與規範建立主導議題對話內容；而中國為

了維護自身在此地區的利益，選擇遵守一系列準則。中國和東協在區域穩定以

及安全議題上逐漸形成共識（范佳睿、翟崑 2017）。

2020年以來中美戰略競爭激烈，美國陸續在亞洲推出「印太戰略」與「美

日印澳四方對話」的倡議，中國學者也逐漸關注中國和東協國家組織的互動，

是否會因為中美兩國在亞洲的權力競逐而改變。張潔（2021）從東協中心

（ASEAN centrality）的觀點出發，探討東協國家成員在眾多的亞洲區域組織

與合作對話機制中，如何維持自身的重要性。2019年，東協提出自己的「印

太遠景」，其中強調包容與合作，也為中國回應東協主體提供了更多外交空

間。

由中國主導而成立的AIIB，一開始展現出中國不滿意國際經濟秩序、修

正主義（revisionism）的外交行為。然而隨著AIIB本身組織利益的需求日漸提

升，日常業務需要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金融組織密切合作，AIIB這個區域

組織轉變成中國政府在國際體系中尋求更高地位的方式（status-seeking）。

John Ikenberry和Darren Lim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觀點出發，探討作為一個崛

起的大國，中國政府要如何運用自身快速累積的實力？冷戰結束後，中國逐漸

融入國際體系，積極與東協組織互動，2000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近期更

設立了AIIB，北京政府對於加入既有的國際組織，或是如何增進國家利益的

看法為何？

這兩位國際關係學者進而檢視中國看待國際制度的邏輯為何（logic of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他們指出北京政府對於國際組織的選擇，呈現出五種

不同的策略：同意現狀的行為關係者（status-quo stakeholder）、在制度中尋求

更多權力與代表性（authority-seeking stakeholder）、在制度中進行阻礙或是改

變規則（institutional obstruction）、外部創新方式（external innovation）、反

對或是不參與國際組織（opposition）。這五種選擇如同光譜般從左到右，代

表著中國官方對於國際組織的不同態度（Ikenberry, and Lim 2017）。兩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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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中國成立AIIB，屬於一種外部創新的策略，同時為北京政府提供了新的

契機，但是也為中國追求自身國家利益帶來了一些限制，因為AIIB制度設立

和目前既有的多邊銀行相同，進而強化了國際經濟秩序。

2015年，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在中國政府主導下成

立，與此同時中國、台灣、與西方學界展開一系列相關的討論，觸及亞投行與

中國所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關係、中國是否想要徹底改變世界經濟秩序、中

國如何管理亞投行的內部運作。孫伊然（2016）認為中國成立亞投行是一種

「尋求影響力」（influence seeking）的展現。中國近年來經濟實力大幅提升，

但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一直無法增加自

身的投票權重，因此中國在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同時，必須要更為主動積極。此

外，黃河（2015）從經濟學理論出發，認為亞投行的建立是中國向發展中國

家提供國際公共財的行為。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確實有基礎建設與資金短缺

的需求，因此亞投行可以作為一個整合的平台實現多種類型融資方式，為區域

發展提供公共產品。

關於在亞投行的實際運作情形以及投票權重設計，政治學者也有所著墨。

Wei Liang（2021）將亞投行、亞洲開發銀行以及世界銀行的治理體制，

做出系統性的分析。亞投行運作至今，仍然和目前多邊發展銀行維持密切合

作，並且遵守既有的金融規範。然而，北京所推動亞投行，更加重視行政效

率、簡化手續流程，以及讓借貸國有更多參與投資建設計畫的機會。這些在既

有體制內的創新改革，是中國對於全球經濟秩序與區域治理的重要願景。 

由於中國一帶一路計畫中涵蓋國家眾多，基礎建設計畫項目種類繁多，因

此目前的學術文章，較難對中國陸上絲路與海洋絲路計劃提出完整的理解。

David Lampton、Selina Ho、Cheng-Chwee Kuik三位學者在合著的專書中，探

討中國在東南亞國家鐵路建設對於中國區域外交的長遠影響。

他們三人到印尼、寮國、緬甸、馬來西亞等國，進行實地訪問調查，

了解當地中央政府、地方官員、一般民眾對於鐵路建設和經濟發展的想法

（Lampton et al. 2020）。這些國家的國內因素，例如總體經濟發展程度、政

黨競爭程度、特殊利益團體的考量，皆會影響該國如何回應中國在東南亞地區

的大型建設計畫。他們的研究指出。即使在和中國雙邊關係較良好的國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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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寮國和柬埔寨兩國，中國在當地提出的鐵路建設計畫，也是很敏感的政治議

題，因此中國官員或是工程建設公司，應該要更深入瞭解每一個國家的歷史，

傾聽當地社會中不同的聲音。

關於如何理解中國對外經濟投資與對外政策，英文文獻也指出為何威權

國家領導人要發起大規模經濟建設計畫，與此同時次國家行為者（subnational 

actors）如何回應中央政府的訴求，是政治學科中一項重要的研究主題。Min 

Ye提出了一個國內政治動員的理論觀點，基於與中國智庫人員、地方政府、

與國有企業的實地訪談資料，她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是一個由國家主導

的全球化過程（State-Mobilized Globalization，以下簡稱：SMG），國內經濟

危機促成威權國家領導人必須發起大型建設計畫，例如一帶一路項目，並且

提出遠大的政治藍圖，形成全國政治動員。然而，中國本身分散（fragmented 

state）的政治架構，讓地方政府有彈性空間，依據自身的利益來詮釋一帶一路

計畫的意義，以及該如何具體執行建設項目（Ye 2020）。當中央領導人推動

全球化的國家政策時，國內政治的行為者，例如地方政府，商業銀行，國有企

業等，對於中央政策會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極權領導人、分散的政治體制、

以及有力量的次國家行為者，三方互動的過程，促成了一項既有強烈企圖心

（ambitious）、但是具體內容卻很模糊（ambiguous）的對外投資計畫。

在中國習近平主席主政期間，中國政府在2013年提出了「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倡議，隨後在2015年發佈了「共建一帶一路的願景行動」宣言，正式

將一帶一路的理念推向全世界（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以下簡稱：BRI）。

中亞與東南亞等開發中國家、世界各國智庫以及中西方政治學界對於這個橫跨

歐亞非三洲的大型基礎建設計畫，提出熱烈的討論。

關於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如何與目前亞洲貿易區整合，中國學者李向陽

（2014）提出了一個全面的多元合作機制觀點。例如：海上絲綢之路可以和

中俄蒙朝次區域合作整合、在東南亞地區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國協自貿區的

升級版投資建設協議、在西亞地區以一帶一路倡議、加速推動中巴經濟走廊。

李認為加強海洋絲綢之路中多元化合作機制的特點，不僅能夠和現行的貿易區

並行不悖，還可以讓沿線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得到更多實質利益（李向陽 

2014,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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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宏觀的視角檢視一帶一路倡議的規劃，中國學者也關注特定國家如

何回應中國日漸強大的經濟影響力。林民旺（2015）聚焦南亞區域大國印度

如何回應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並且提出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國內政治觀

點，深入分析印度政治菁英如何認知中國日漸提昇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關於一

帶一路倡議，目前有四個主要的觀點：地緣政治考量、新現實主義、馬漢主義

和新自由主義。林認為印度主流觀點皆認為中國一系列的基礎建設計畫不僅只

是出於自身經濟利益考量，同時也是基於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觀點而產生（林

民旺 2015, 8）。儘管目前印度對於是否加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抱持冷淡的

態度，但是中國和印度在中南亞與南亞經濟發展，仍有相同的利益，例如印度

已經加入亞投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因此如何化解印度對於中國在南亞周邊

區域擴張的野心，會是未來中國區域外交的重點。

一帶一路倡議所支持的基礎建設項目，也會增加各國政府、人民、與區域

組織之間的連結。因此，王玉主（2019）從國際關係理論中對於全球秩序與

主權國家互動的學術討論出發，理解中國習近平主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念，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中所強調和平包容的背景脈絡。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所強調由主權獨立的國家之間如何形成一個國際社會，是一個相當漫

長的整合過程（Buzan 2004）。然而，王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崛起大國，在闡述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述時，仍然是以國家為中心的觀點出發，藉由「一帶一

路」推廣基礎建設同時，形塑參與國家之間身份觀感的轉變，讓中國和一帶一

路沿線的國家形成一種新的區域認同。

肆、�台灣學者針對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總體與概念
的分析

台灣學者針對中國的多邊外交的分析，也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探

討在不同的外在環境及影響國家利益程度上，中國如何在多邊與雙邊外交上彈

性調整。趙文志（2020）則提出中國參與多邊組織的「內外有別」特色。當

中國作為「他者」，不涉及核心國家利益時，則主張以聯合國作為行動主體。

如在參與蘇丹維和行動時，雖難免有介入他國內政的考量，但由於參與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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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和部隊是一個多邊平臺，同時也不是純然由西方主導的行動機制，因此中國

在「創造性參與」上有更多合理化軍事行動的藉口。然而，當中國作為當事國

主體時，中國的行動成為「我者」，其策略則為之一變。以南海爭端為例，中

國作為當事國主題，即反對多邊的制裁機制，也反對以聯合國為主題的爭端解

決機制（Lai 2019）。此時中國的政策是不將南海問題視為中國與東協的多邊

關係，而是將爭端解決的關鍵放在多組的雙邊關係，由中國單獨與個別當事國

解決。與此同時，中國同時也與東協國家談判「南海行為準則」，作為制度化

的行動依據。易言之，當涉及到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時，中國則以歷史、文

化、主權等論述，以不對稱關係取得上風。多邊機制也可以同步進行，但不是

爭端解決的工具，而是既合作又鬥爭的靈活策略運用。此外，中國的國際多邊

參與，與中國對全球化及全球轉型的看法有密切關係。吳佳勳（2018）分析

了中國「新型全球化」的論述。從中國角度出發的新型全球化，現今的我全球

化展現出來的特色是無效率的多邊化，以及治理的碎片化。中國無意揚棄當前

的各種多邊機制，但希望致力於組織強化，調整其運作，並推出中國自己主導

的多邊機制。更多新興國家及發展中國家應該成為新型全球化的要角。新的議

題，尤其是數位治理、電子商務、綠色創新等議題，應該成為新型全球化及多

邊組織的執行重點。

此外，中國的多邊外交也與美國霸權的合作及對抗，產生密切的聯繫。艾

約銘、葉曉迪及張登及（2018）則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時間維度，強調中國在

不同時期的對外政策有不同的考量，而雙邊與多邊外交就是在「內需型國家利

益」、「外衍型國家利益」及「對抗型國家利益」三組機制中運作。在1989

年天安門事件，西方制裁的大環境之下，中國對外政策的重點是「安撫政策」

與「多邊合作」，以保證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以便致力於第二輪的國內

改革開放。千禧年之後，中國國內的發展情勢區域穩定，以周邊國家連結為重

點的外衍型國家利益成為主要對外政策原則。習近平主政之下，二十一世紀

的第二個十年則以「制度制衡」為美中爭霸的多邊軸線，亦即以美國主導的

TPP，以及中國主導的RCEP的多邊制度之爭。在「對抗型國家利益」階段，

中國大陸成為美國霸權的直接競爭者，而其策略則為制衡與合作的混合方式，

一方面抵抗現有亞太霸權的圍堵，另一方面以多邊策略強化睦鄰政策，以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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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安撫亞太周邊國家，化解霸權國家所施加的壓力。王宏仁（2017）的研

究則指出，胡錦濤時代中國的多邊關係考量，以「互惠」為重要條件，以提醒

多邊關係的成員國，中國的核心利益是顛撲不破的基本原則。到了習近平時

代，多邊與雙邊關係靈活操作，但是與美國的關係則從多邊關係中切割出來，

以雙邊的模式處理與中國核心利益關係最密切的一組關係。

除了美中關係的軸線，台灣學者也從全球化及「南南合作」的角度，指出

中國在開發中國家的多邊外交，造就了全球政經權力格局的板塊移動。朱雲漢

（2020）認為美國主流外交政策菁英低估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支撐

全球多邊體系的能力與意願。非西方國家之間會構築日益綿密的經濟、能源、

科技、資訊與金融交換與互助網路。而中國為這個非西方的網絡提供了可觀的

國際公共財。以中國為首的「全球南方」正深化各種雙邊與多邊的經濟整合與

政策協調機制。朱雲漢進一步認為，全球經濟舞台的要角，將由新興經濟體取

代傳統的G7。此外，中國也將藉著進一步開放市場，搭建新的雙邊與多邊合

作機制。這種由中國引領全球化路徑與遊戲規則的修正，將有別於美國主導

的多邊機制，而將包容性成長目標放在更優先位置。朱雲漢分析指出（2020,  

251），已開發國家真正需要關心的不是中國是否要選擇退出西方主導的體

系，而是西方國家是否要積極加入中國主導的歐亞大陸經濟板塊，因為這將是

未來世界經濟的中心。

此外，在反對霸權及冷戰思維的政策綱領下，中國發展「結伴而不結盟」

的多邊外交原則。黃瓊萩（2022）比較了中國參與中非合作論壇（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以下簡稱：FOCAC）、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SCO）以及中東歐16+1的政策，發現中

國參與的重點是建立與會員國之間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而非聯盟

關係（alliance）。夥伴關係的重點是達成包容性與連結性，不像聯盟關係那

般具針對性，因此避免採用聯盟關係來連結會員國，意在避免因針對特定國

家或群體而升高外部環境的敵意和安全風險。此外，SCO和FOCAC另一個共

同點是兩個多邊機制都是奠基於多組內涵與形式迥異的雙邊關係之上，透過

這樣的設計，中國可以進一步穩固其在中亞區域的關係網絡，也能在區域內

有紛爭發生時，利用既有的雙邊關係來確保中國在SCO相對優越而主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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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謂的區域，其核心在於建立一種社群成員能夠「一起做事（doing things 

together）」的情境，而這樣的核心價值，也正呼應了中國式的多邊機制一向

強調的包容性以及務實性，不論在FOCAC、SCO或者16+1的設計上，都能看

見如此特質。

由於中國的經濟體量龐大，與亞太周邊國家的多邊經貿關係往往與雙邊的

不對稱關係互為表裡，而中國的對外政策也往往利用多邊及雙邊交錯使用，以

確保國家利益。徐斯勤（2022）則指出，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協定，

以下簡稱：CAFTA）為例，北京的政治邏輯始終凌駕經濟邏輯。由於中國與

單一東協國家的不對稱性，因此中國的多邊外交也與雙邊外交交錯運用。而雙

邊主義下的中國對外談判的政治邏輯，事實上與國內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一

致。因此，中國的多邊外交，必須放在雙邊，以及國內政治的三層政治邏輯整

合觀察分析。而個別國家在多邊的架構下，仍個別與東協成員國成立雙邊經濟

合作模式，目的在制衡其他國家在東協的政治影響力。各國發動與東協的多邊

區域經濟整合機制，事實上是一種制度上的軟性制衡的表現。

中國的多邊外交在實際運作上，與西方國家的操作原則不盡相同。除了美

中爭霸的權力因素以外，作為西方陣營的歐盟與中國的交往，也涉及了利益面

與規範面的衝突與合作。蘇卓馨（2021）比較了中國與歐盟兩種多邊主義的

異同，以及多邊外交所遭遇的障礙及困境。蘇卓馨指出，雖然雙方都強調多邊

外交的重要性，但中方主張的是「多極」，尤其是反對美國的單邊霸權主義。

歐盟的多邊主義重點在「制度」。在制度化過程中，每一個國家的主權都要受

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歐盟的制度性多邊主義，則展現在其「規範性」權力，把

重點放在非物質性的影響力，試圖在與歐盟交往的同時，接受其價值標準。這

些核心價值標準包含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等共同信仰。當歐盟著眼於中國

市場時，權衡之計採取「靜默外交」，對中國人權等問題暫時擱置。但是當歐

盟把中國當成體制競爭對手時，再加上近年來有關香港、新疆等問題，碰觸歐

盟規範性權力底線時，歐盟對中國的「選擇性多邊主義」開始不滿，雙方基於

多邊主義的交往基礎也逐漸動搖。

在議題及參與方式的選擇上，若是美國未扮演主導地位，而所涉及的多邊

議題高政治（high politics）的程度不高，而中國有望加入規則制訂的過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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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參與的意願就會提高。中國對於亞太區域外的多邊組織參與，基本上採

取較為審慎的態度，以避免中國威脅論的蔓延。多邊組織若是美國沒有積極參

加，或是美國不居主導地位，則為中國開闢了一個新的多邊外交舞台。冷則剛

認為，以中國參與北極治理的多邊外交而言，最初中國將北極事務視為先置型

外交（proactive diplomacy）的實驗平台。在2013年中國以觀察員身份加入北

極理事會（Arctic Council）時，美國、俄羅斯等大國對北極治理並不積極，大

國衝突及安全事務也不是北極治理的重點項目。因此，中國參與北極多邊治理

的核心之一是參加Arctic Economic Council，以永續發展、科學研究、經濟開

發為多邊外交的重點。此外，由於北極治理是全球新興事務，許多規則制訂及

制度建立尚處於草創階段。有鑑於中國在其他多邊國際組織的參與，受限於西

方主導的既成遊戲規則，中國在北極治理的參與，一方面能加入規則制訂的程

序中，另一方面可以貢獻如生態保護、原住民權益、科學研究等低政治議題，

有助於中國多邊外交的創新學習，也有助於中國國際形象的改善。此外，北極

區域治理也並非隔離於全球治理之外。北極相關事務與聯合國國際法公約、北

極準則（Polar Code）及其他諸如漁業、全球環境變遷等全球治理項目環環相

扣。而諸如歐盟等中國並未參與的多邊組織與機制，也是北極多邊外交的重要

行為者之一。因此，中國參與北極多邊治理，整合了區域及全球多邊機制，既

有多邊，也有雙邊面向。近年來大國政治與安全議題介入了北極多邊治理，也

使得中國的北極多邊外交更形複雜（Leng 2018; Leng and Zhao 2020）。

除了針對中國總體多邊外交研究以外，台灣學者也針對特定議題展開研

究。以中國的聯合國多邊外交為例，游智偉（2020）從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

部隊的人員結構，分析中國如何平衡行之有年的和平共處五原則，與善盡多邊

組織責任、擴大國家利益與聲譽幾個政策目標。游智偉認為，當中國對任務授

權了解不足之際，傾向派遣文職人員參與，降低派遣軍警人員的主權意涵。而

當中國對任務授權有一定程度瞭解之後，則軍警人員的參與增加。中國的政策

目標在於符合人道援助，以及遵循不干涉原則。若此兩個政策原則都可達成，

則中國參與聯合國多邊維和行動的意願就會提高。楊惟任（2017）則針對巴

黎氣候談判，分析中國參與七七國集團及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並以雙邊多邊並行，重新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除了與美國與歐盟等主要行



66　問題與研究　第62卷第1期

為者簽訂雙邊協定，在氣候變遷談判中也與印度立場接近，採取合作聯盟的政

策。

本節針對台灣與國外學者有關中國多邊外交的總體結構、策略、與內政的

連結，以及在美中爭霸制約下的戰略佈局，作一整體解析。下一節則選擇中國

多邊外交的個案，進一步對照台灣學者研究的重點，以期凸顯中國多邊外交的

特色及趨勢。

伍、�台灣學者針對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區域個案與
政策分析

一、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國協組織（ASEAN）

近年來，中國實力崛起，對於亞洲安全秩序造成深刻的影響。Amitav 

Acharya認為中國、亞洲國家與東協組職，三方長期的互動過程，將形成一個

協商式安全秩序架構（Consociational Security Order，以下簡稱：CSO）。這

樣的安全秩序著重於中國與區域內國家貿易互賴密切，以及各項產業分工日漸

專精。同時，東協組織架構一直維持共識決定的原則，避免有任何一個國家

強行主導亞洲事務 （Acharya, 2014）。因此，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CSO的框

架下，也能繼續維持領導權共享的特色，美國、中國、澳洲、日本等國，都可

以參與東協組織的對話協商過程。然而，Acharya也指出CSO並非是一個固定

不變的概念，未來這幾年，如果美國無法對東亞國家，持續提供有力的安全保

證，或是中國逐漸拋棄「睦鄰外交」原則，近一步造成東協組織弱化，那麼亞

洲協商式安全秩序就會逐步瓦解。

台灣學者在中國與東協區域外交研究上，展現出相對多元的視角。中國

於2010年開始於處理南海領土爭議問題時，立場轉為強硬。同時美國也強

調亞洲海域航行自由的權利，強化與越南、菲律賓的軍事合作關係。陳鴻瑜

（2011）在南海領土劃界爭議剛開始時，就認為這片海域會成為中美兩國權力

競逐的熱點，因為雙方都將南海視為其勢力範圍。南海地區的衝突和冷戰時期

的美蘇圍堵政策不同，而是由美國帶領和中國有領海爭議的國家，形成一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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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圍堵策略。東協組織中海洋國家與內陸國家，進而分裂成兩個集團，兩方

對於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軍事部署有著分歧的意見。

在區域經濟整合上，台灣學者採取了雙邊關係途徑，更仔細檢視中國與東

協自貿區成員國的互動。張雅君（2017）探討中國與越南長期的政治經濟發

展，此研究指出由於越南在軍事實力與經濟規模處於弱勢，在雙邊貿易上高度

依賴中國，因此對於自己對中國的依賴高度敏感。越南近年來積極參與《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就是

想要減輕國家貿易體系的脆弱程度。張的研究同樣也是奠基於中越雙方處在權

力不對稱的基礎，呈現出越南對於雙邊貿易長期失衡下，持續性高度敏感的風

險認知。

除了權力不對稱的觀點，近來台灣學者也採取了個案分析方式，解釋東協

組織成員國中，對於中國資本投資有不同看法的根源為何。黃韋豪（2020）

針對印尼與泰國進行深入比較，分析不同政治體制對於中國資本管制的差異。

該研究中指出，近年來中國資本大舉投資印尼基礎建設，進而引起在野政黨質

疑這些資金是否真的能夠為當地人民帶來充足就業機會和適當的生活水平；泰

國在軍政府主政期間，言論與報導自由都被壓抑，無法像印尼在民主體制下，

充分向社會大眾揭露中國資本對當地的衝擊，因此泰國政府可以大力支持中國

投資項目（黃韋豪 2020, 19-23）。透過印尼與泰國的對照，台灣學界未來在

研究中國區域外交的領域中，可以結合政治體制差異觀點，分析不同國家如何

因應中國經濟影響力。

二、中國與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

當北京政府宣布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時，西方國家與學

界大多認為這個國際組織設立，代表者中國已經展現出挑戰目前全球經濟秩

序的野心，並且更專注於增進自身地緣政治利益。Jeffrey Wilson提出了不同

的看法，他認為AIIB作為一個多邊組織，本身的目標與規範也會經歷演化的

過程。對於中國而言，從一開始的政策倡議，到設立AIIB的一連串的溝通過

程，如何設立總部、主席、董事會等，這些步驟都是北京政府的學習過程。

例如，為了要爭取更多國家加入AIIB，中國必須要讓組織架構與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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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透明公開，貸款條件與監督機制也要符合目前發展金融的規則（Wilson 

2017）。

台灣學者則從多邊治理與區域金融角度來理解中國與亞投行的關係。邱昭

憲（2017）仔細對照了亞投行與世界銀行的現行制度架構，他認為北京試圖

藉由亞投行改革由西方國家所主導的金融管理機制，並且建立一套與目前西方

建制共存的多邊治理方式。然而，亞投行對於中國外交政策而言，仍然具有深

刻的戰略意涵，目前亞投行所批准的融資項目，多以基礎建設與能源開發為

主，能夠進一步滿足中亞、南亞、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需求，並且同時成為中

國區域外交的擴展地帶。關於如何將中國一帶一路與亞投行運作更緊密結合，

賽明成（2015）提出成立亞投行債卷並且同時成立以人民幣計價的「帶路基

金」想法，然而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有限，而且美元仍是國際經貿交易的

結算貨幣，如此前衛想法，似乎為中國設想了一個遠大的藍圖，但是當前確實

能夠執行的前景依然不明確。

三、中國與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關於中國政府和加入BRI國家之間的互動，台灣學者的研究則呈現比較多

元的觀點。Chienwu Hsueh（2016）從台灣角度出發，試圖理解台灣政治中泛

藍與泛綠政黨，如何看待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馬英九總統主政期間，國民黨

認為台灣要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計畫以及亞投行，但是台灣政府參與這些

計劃的前提必須建立在北京政府在正式名稱許可下才能進行，當時民進黨作為

在野黨，立即對這項提議提出強烈質疑，他們認為參與中國主導的基礎建設計

畫，不僅容易加深台灣對中國經濟依賴，更會矮化台灣政府的主權地位。

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眾多，含跨中亞、東南亞、非洲與大洋洲，

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程度差異甚大。吳書嫺（2018）聚焦於中國

大型基礎建設計畫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具體影響，以越南永新電力中心進行深入

個案分析，探求為何當地民眾在2015年與2018年爆發兩次大規模暴力抗爭事

件的原因。吳指出中國國營企業在當地施工進度落後、工程品質不佳並造成巨

大環境污染，三項因素形成越南國內輿論對於中國承包商強烈反感，進而傷害

了中國在越南的外交形象。永新電力中心的環境污染與人民抗議事件，成為發



 中國的多邊外交：台灣學術社群研究之比較分析　69

展中國家在接受中國基礎建設投資案時很重要的借鑑。

此外，蔡政修（2019）採取網絡文化的權力觀點，探討中國目前強力推動

的一帶一路倡議，在中美兩國權力競爭下形成何種局限性。中國政府強調開放

包容性的成長、各國有不同的發展道路，這樣政治論述是基於中國外交政策中

「和平共處五原則」出發，然而雙贏合作的訴求仍然是基於共同利益的物質考

量，無法引起全球公民社會的支持。此外，中國在開發中國家快速推行大規模

基礎建設計畫時，並未同時推行透明公開的執行程序、貸款抵押的條件以及揭

露對當地環境衝擊的風險，因此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裡，寮國、巴基斯坦、

斯里蘭卡等國家都陷入債務危機中。

東南亞國家國協、亞洲基礎投資銀行與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近年來參與

多邊組織與推動區域外交的重點。中國和台灣對於中國區域外交與多邊主義的

文獻皆著重中國外交政策與國際關係理論對話、大國與小國之間的互動、區域

主義發展的歷史脈絡。中國學者多將中國政府、東協組織、BRI計畫，視為獨

立的單元，觀察他們和其他的區域組織或是主權國家互動。台灣學者在研究這

些議題時，較多將美國的影響力放入其學術討論中，同時亦專注於台灣政府如

何回應中國經濟與政治的挑戰。

總體而言，在近幾年出版的英文學術文獻中，國際關係學者從更廣闊的視

角，檢視中國多邊主義與區域外交。例如，崛起大國的整體實力迅速累積，

對於區域秩序和國際組織長遠影響為何，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自由

主義與建構主義共同關心的重要議題。在歐美地區的政治學者，運用國際關係

中既有的概念框架，探討中國崛起如何影響亞洲區域秩序和國際組織。對於中

國近年來所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上述學者也呈現出和中國學術期刊不同的視

角，前者較多從全球化市場與比較威權主義出發，理解中國推動海外投資與基

礎建設的複雜動機，後者則著重於中國政府如何執行與推廣一帶一路倡議中的

建設項目。

陸、台灣學術研究社群特色之分析

如以上數節分析所顯示，在國際關係及中國政治研究領域中，有關中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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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外交的研究，是台灣學者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為了更清晰呈現台灣學者對

中國多邊與區域外交的理論及政策研析特色，謹以以下兩個表格羅列：

表1　台灣學者在本文中對於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成果總覽
作者名 研究主題 理論架構與方法

趙文志 2020 中國在國際組織的參與策略 物質利益、多邊協商機制

Christina Lai 2019 中國和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的

海洋爭議

和平崛起論述、中國強勢外

交政策

吳佳勳 2018 中國在國際多邊參與 全球化轉型、中國外交論述

艾約銘、葉曉明、

張登及 2018

中國國家利益 制度制衡、安撫政策

王宏仁 2017 中國單邊和平外交 核心利益、多邊與雙邊關係

楊惟任 2017 中國參與氣候談判 發展中國家觀點、結盟策略

朱雲漢 2020 中國與全球化 全球南方、雙邊與多邊機制

黃瓊萩 2020 中國多邊外交與周邊政策 夥伴關係、共同感建立

Christina Lai 2020 中國軟實力赤字 核心利益、軟實力外交

徐思勤 2022 亞洲區域主義 國內政治、雙邊關係、與多

邊外交三層次分析

蘇卓馨 2021 中國與歐盟多邊主義的異同

比較

規範性理論、文本分析

Leng 2018 中國北極外交 區域治理、多邊外交

Leng and Zhao 2020 中俄北極外交 地緣政治、經濟與安全的互

動關係

游智偉 2020 中國在聯合國維和行動參與

策略

國家利益、國際規範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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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台灣學者在本文中對於中國區域外交的研究成果總覽
作者名 研究主題 理論架構與方法

陳鴻瑜 2011 美國、中國與東協三角關係 現實主義與區域安全

張雅君 2017 中國與越南雙邊關係 非對稱依賴理論、貿易自由化

黃韋豪 2020 中國資本投資東協國家 國際投資理論、國內政治觀點

邱昭憲 2017 亞洲基礎投資銀行規則與運作 全投多邊治理、制度分析

賽明成 2015 亞投行債卷與帶路基金 美元霸權、國際金融

Chienwu Hsueh 

2016

台灣對於中國一帶一路投資計

畫的觀點

國內政黨競爭、區域政治

吳書嫻 2018 中國在越南電力中心投資計畫 一帶一路倡議、個案分析

蔡政修 2019 中美關係與一帶一路倡議 全球網絡分析、權力政治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本文認為，台灣學者研究的主題、取向，以及理論的選擇，也與台灣特殊

的政治經濟環境息息相關。晚近學界也興起了台灣政治學研究的一些論辯。

根據王德育及Achen的論述，台灣研究不是中國研究的一部分。其學術的獨特

性與獨立性，與台灣本身的政治及身份認同有密切的聯繫（Wang, and Achen 

2022）。本文的重點雖然不是台灣研究，而是台灣學者如何研析中國的多邊

外交，但是台灣特殊的國際處境，以及台灣本身的政治與經濟結構變化，凸顯

了台灣與境外研究傳統的異同。

若就與台灣國家核心利益最密切的研究主題而言，無疑地兩岸關係，以及

美中台關係是台灣學者研究國際關係及對外政策的主軸。戰後台灣學術界針對

這兩個核心議題，累積了相當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此外，戰後台灣在政治、

經濟、外交上高度依賴美國，對於美國「霸權」的認知，與中國大陸學界顯

有不同。因此，對於美國「偽多邊」的霸權論述的攻擊，不會如同大陸學界般

全面展開。相對而言，中國近年來在多邊外交的推展上是否蘊含開放包容，多

元容忍的特色，台灣學者也抱持相對保留的態度。此外，由於台灣不再是聯合

國正式會員國，因此針對聯合國作為中國多邊外交基礎的研析，以及中國在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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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以及「南南合作」的研究，相對中國及國際學者的研究成果而言，較少涉

及。

由於台灣外交孤立，以及國際多邊性政府間國際組織參與受限的特殊情

況，也引導了台灣學界從雙邊而非多邊角度瞭解中國的對外政策。此外，台灣

學者也比較傾向從台灣的角度，而非從美國以外的歐洲或是東南亞角度，來理

解中國的多邊外交。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台灣學者藉由訪談中國官員及實

地觀察的途徑，瞭解中國對外關係及多邊外交的機會頗為困難。因此，台灣學

界對中國多邊外交中例如「分而治之」等策略雖有引介，但無法從政策制訂者

或是執行者的思路或實際佈局中，瞭解政策機制的持續與轉變。易言之，外在

環境的特殊限制，影響了台灣學者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主題，以及研究的深度

與廣度。

台灣學界近年來從中國的一帶一路等多邊外交策略出發，研究海上絲綢之

路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事實上與我國近年來推動的新南向政策息息相關。從

前節國際學界有關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所述，對外關係與國家區域發展的結合

性，是近年來研究多邊外交的重點之一。我國國際關係學界的理論精進及通則

化的努力近年來已累積了相當成果，但區域研究及區域比較研究需投注更多的

精力。若以東南亞與中國多邊外交為例，東南亞各國的區域發展，以及中國西

南地區的區域發展，如何與中國的多邊外交整合，需要比較政治、區域研究，

以及國際關係學者的共同合作。台灣學界近年來有關中國區域發展及地方治理

的研究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但結合多邊外交的研究尚屬少見。此外，就區

域選擇而言，中國南南多邊合作是其外交重點之一。非洲作為南方國家最重要

的基地，成為中國發展雙邊與多邊外交的重要場域。但台灣有關非洲地區的研

究，實屬鳳毛麟角。

由於兩岸外交競逐的零和鬥爭，台灣學界針對中國多邊外交的研究儘管重

點不同，但無論從制度面或文化面分析，大多仍以現實主義傳統出發，以硬

性權力為研究焦點。相對於兩岸關係及中國內政的研究，台灣學者有關中國多

邊外交的出版，雖已有接觸的國際出版，但大多著作仍以中文為主，出版地主

要在台灣。在選題方面，有關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及中國的多邊經貿外交、中國

的文化多邊外交等「軟性」面向，以及中國在全球治理與多邊組織的「合作」



 中國的多邊外交：台灣學術社群研究之比較分析　73

面向，則較少討論。此外，對外政策的制訂，以及多邊外交的執行，離不開政

治菁英及個別政治人物的因素。台灣學者針對如習近平等最高領導人的政治人

格，利用諸如文字探勘與內容分析等技術，已漸次展開系統性的研究。但是針

對外交菁英的個人分析層次的系統研究，則尚屬稀缺。

柒、結論

本文分析指出，台灣學術界對中國多邊外交研究已累積了相當的成果。過

去多年來，台灣學者針對中國的雙邊外交，尤其是美中關係，兩岸關係，或

美中台三邊關係，投注了相當多的心力，在中文及英文出版方面都已經獲得國

際的肯定。對美外交及兩岸關係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但是隨著中國國力的增

強，沒有任何一組雙邊關係能獨立於全球戰略，或是自外於更複雜的多邊網絡

關係。因此，從多邊外交的角度，也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瞭解中國作為一個大

國，如何從防禦型多邊外交，演變成更積極的多邊行為。而此類多邊外交，如

何與既有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以及中國作為開發中國家的身份相容，也是值得

探究的議題。

落實到有關中國多邊外交的實際行為，台灣學者對中國在各種國際組織之

參與，可以形成研究團隊，以更有系統的方式結合理論與政策。中國以聯合國

體系為多邊外交的核心，因此我國學者針對中國在聯合國的參與，包含如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多邊機制，可以投注更多的心力。以目前最受

矚目的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而言，中國是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如何有系統地梳

理中國內政發展與環境多邊外交的聯繫、中國的議題設定能力、與不同集團的

合縱連橫，以及具體的談判策略等，都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研究課題。此外，

如同本文前面數節分析指出，中國的多邊外交往往與不對稱關係下的雙邊外交

彼此交錯使用。如何掌握此類彈性運用的機制，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解析中國

多邊外交的變與常。

中國的多邊外交與國內發展也有密切的聯繫。中國大陸的西南、東北，以

及西北區域的發展，與東部沿海仍有一定的差距。這些區域的「走出去」戰

略，並與鄰國建構更綿密的互利共生網絡，成為近年來中國大陸區域發展的新

課題。由此可見，區域發展與外向型的多邊外交，是一體的兩面。除了中央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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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大型國有企業集團以外，地方的企業集團也成為多邊經濟外交的要角。因

此，中國的多邊外交，除了國際體系及中央政府層級，地方層級也逐漸成為多

邊外交的要角。在「正式」的多邊外交維度以外，我們也可以進一步關注「非

正式」的面向，尤其是中國的企業，以及與官方有複雜互動的非政府組織，在

多邊外交中所起的作用。

隨著中美兩國權力競爭日漸激烈，東南亞國家與亞洲區域組織，已經成

為兩國積極合作的重要對象。然而亞洲國家普遍擔心自身會受到雙方強大的

壓力，最後必須要在兩國之間被迫表態。同時東協內的成員國也擔心東協在

美國最近所主導的一系列區域倡議，例如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AUKUS）、

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四方安全對話（Quad）

等多邊合作，都有可能逐漸讓東協組織產生邊緣化（marginalization）的危

機。因此，台灣學者可以關注中國在亞洲推動的外交政策時，如何取信於東

協成員國，同時保持自己決策的主導性（ASEAN centrality），或是以長遠

的視角檢視中國近年來積極參與亞洲事務，是否更加深了會員國之間在東協

事務的歧見與分裂，上述兩項議題不僅對於國際關係理論中，組織利益形塑

（organizational interests）與角色扮演（role play）兩項概念能夠做出貢獻，也

能為台灣政府的提出具體建議。

此外，對於發展金融與區域治理有興趣的學者，在未來的研究計畫中，可

以將中國BRI在中亞、南亞、中東地區，所推廣的大型基礎建設計畫，與AIIB

核准的貸款項目，做仔細的個案分析，或是系統性地探究其中差異性。新冠疫

情對開發中國家經濟衝擊巨大，部分參與中國BRI的國家陸續遇到程度不一的

債務困難，在疫情尚未完全消退之前，債務重組和多邊協商會是這些國家政府

重要的挑戰，然而貸款延期或是違約消債的處理，在中國政府所主導的BRI計

畫下，可能會比由既有國際組織如IMF和World Bank處理債務重整更加複雜。

中國內部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以及負債國家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有自身考

量，需要針對不同情況制定不同方針，台灣學者可以針對既有資料進行質性分

析或是量化研究，對於區域經濟發展或是多層次治理應會有重大理論貢獻。

 （收件：111年9月15日，接受：112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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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understand the approaches adopted by 

the Taiwanese scholars to research on Chin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linkage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ociety. The scope of analysis is limited to research publications 

after 2012.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major theoretical concepts adopted 

by international and mainland Chinese academics on Chin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followed by the analysis of research outputs 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practices. Then the authors will analyze theoretical and 

policy linkages between Taiwanese scholar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ocieties on the macro aspects of Chinese multilateralism. The fourth part of 

this paper will utilize cases such as ASEAN , AIIB, and BRI to demonstrate the 

major research findings of Taiwanese scholars on the micro aspects of Chinese 

multilateralism. The concluding remarks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genda for Taiwanese academic society on Chin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Keyword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Rise of Chin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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